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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形象：突破多重社会困境的利器 

——基于嵌套公共物品博弈的比较制度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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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困境问题严重损害社会福利，在嵌套社会困境中更是如此。针对这种现象，以往的研究忽视了

中国情景下社会形象的作用，得出的结论可能会与现实相左。我们的研究重点考察社会形象对集体合作水

平的影响，并将决策情景扩展到更贴近现实的嵌套社会结构中，考察个体、小集体和大集体冲突情况下社

会形象的影响机理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无论在小集体还是大集体中，社会形象都提高了人们的合作

水平，但是在嵌套社会结构中小集体对大集体产生了明显的形象效应挤出作用。因此，建议将社会形象内

化于人们的偏好之中，降低社会交互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并针对不同的侧重点采取与之相配的形象策略，

从而最大限度发挥社会形象的激励效用。本文的研究对现实中的组织设计和制度创新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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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较为严重的复杂社会困境中，譬如公共物品供给、集体合作

等具有典型利他偏好的行为都存在供给量严重不足的现象[1]，许多其他的亲社会行为亦是

如此[2]，在现实中类似的“合作难题”迫切需要解决。在一般社会生产中，合作可鼓励组

织成员更多地投入到创造性和自发性的活动中，提升组织生产力和经济绩效，解决群体冲突。

事实上，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作为规范个体行动的各种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对合作等亲社

会行为都有着深刻的影响[3]。在大多数场合起主要作用的还是非正式制度[4]。人类在设计

和完善一系列制度时，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应该是引导和激励人们趋于合作，从而产生合作

剩余[5]。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形象，其在社交、非正式的契约执行、业务关系的维护等

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许多亲社会行为都与形象有关。社会形象能够影响人们的真实绩效

[6]和努力程度[7]，甚至会改变人们的决策选择[8-9]。 

按照 Gausel 和 Leach 的定义，当个体担心自己的行为会受到其他人的谴责时，他关注

的是个人的社会形象[10]。在与社会的互动中，中国人更看重个人的社会形象[11]。部分学者

在研究中也将社会形象等同于面子，即社会形象的“他人取向”[11-12]，并认为面子是自我形

象在他人心目中所赢得的地位，即心理地位[13]。甚至认为，面子的控制范围比道德、法律

更为广泛。因为道德和法律的作用仅仅是消极的阻止或压制，尽管带有一定的预防性质，却

不像面子一样还能通过积极的社会赞许和认同发挥特定的行为激励作用。个体对于满足他人

预期和树立积极的个人形象的渴望是一种内化的自控机制，由此产生的压力和强制力远远高

于各种规章制度和道德规范[14]，因而对于机会主义行为有着更为直接的制约。 

在公共品博弈中，搭便车会导致合作瓦解，这是一个著名的社会困境。大量研究表明，

对搭便车进行惩罚，是维护公共合作的有效机制。但惩罚是有成本的，它又会诱发二阶搭便

车①，进而导致惩罚机制瓦解。间接互惠认为，乐于合作的好名声可以增加他人与自己合作

                                                              
①对搭便车者进行惩罚是需要付出成本的，为了减少自身损失，纯粹合作者会采取不惩罚措施来应对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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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几率。但这个理论的前提是博弈身份的公开[15]。在实验室实验中，经济学家认为听众效

应（audience effects）会掩盖人类行为的“真实”动机，常常采取“双盲”设计[8]，忽视了

社会形象的作用。然而，人类的行为大多能被两种优先利益——经济利益和社会认可解释。

撇开特定文化氛围的标准博弈论势必影响现实中人类行为预测的准确性。因此仅注重生产行

为而忽视对人的行为造成重大影响的社会心理的认可必然使博弈的均衡所预测的战略决策

与现实相左[16]。我们延续 Samek 和 Sheremeta 的研究，加入了社会形象[17]，并将其融入到

更贴近现实的嵌套社会困境，考察个体、小集体和大集体冲突情况下社会形象在提升合作水

平方面发挥的具体作用，以及社会形象背后的影响机理。本文的研究发现，在嵌套社会困境

中单独在小集体或大集体中引入社会形象能够提高相应集体的捐赠量，且小集体捐赠量增加

量明显高于大集体。当小集体和大集体均显示社会形象时，小集体形象对大集体形象产生了

一定的挤出效应。本文的研究对现实中的组织设计和制度制定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将社会形象设置引入行为决策，考察社会形象对行为人决策

的影响机理；二是引入更贴近实际的嵌套社会困境，考察当个人、小集体和大集体存在冲突

情况下社会形象的影响效应。论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

为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第四部分是实验设计和变量描述；第五部分为实验结果分析；第六

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2  文献综述 

关于形象关注的理论[18-19]和实证[2,20-22]检验认为，人们会受到其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激

发[23-24]，也因此影响其行为决策[6-8]。在简单线性公共物品博弈中，识别捐赠者身份信息能

够提高公共物品的捐赠量，即使这些信息是花费成本的（即需要以时间和努力去发现这些信

息），在提高公共物品捐赠量方面也可能是一个有效的方法[17]。较多捐赠者选择识别信息且

整体上看识别对下期捐赠量有正面影响，识别能带来随后更高的捐赠量和更多高捐赠者识别

信息[25]。Neckermann 和 Frey 证明在企业环境中，对贡献给公共物品的工人进行的奖励是

公开时更有效率[26]。Andreoni 和 Bernheim 发现被试在特定博弈中表现出的亲社会行为可

能是由于对社会形象的关注[8]。Ariely 等发现，当活动与“慈善事业”捐赠有关且被试的绩

效公开时，他们会在键盘上键入更快或在健身车上骑得更快[20]。Lacetera 和 Macis 发现，当

献血次数接近献血者协会（AVIS）赋予象征性奖励的捐赠阈值时，捐赠者会加大其捐赠频

率。但是，这种现象出现的前提是奖励的公开宣布，即对社会形象的关注是献血的重要动机
[2]。 

然而，为了避免显示机制混淆人们的真实决策行为，学者们多采用“双盲”设计来研究

社会交往中的搭便车行为，忽视社会形象的作用。当前，处在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中传统的

信任模式逐渐失效，现代的信任模式还在生成，在这种新旧交接的情势下“社会信任困境”

是一个最大的社会问题。信任困境导致搭便车行为成为常态[27]。奥斯特罗姆认为，公地悲

剧、囚徒困境和合成谬误是公共事物治理所面临的三大难题，而且这些问题都是“搭便车”

问题。如果所有人都参与“搭便车”，那就不会产生集体利益；如果有些人提供集体物品，

而另一些人“搭便车”，就会导致集体物品的供给达不到最优水平[28]。针对这一搭便车行为，

学者们采用简单的线性公共物品实验从被试者人口特征[29-30]、初始资金分配方式[31]、组群

形成方式及结构[32]、引致集体感[33]、社会信息[17]、决策时间机制[34]、反馈机制[35-36]等展开

研究，试图提高人们的合作意愿，促进合作水平的提高。然而，现实社会中每个人都处在不

同的集体中，“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使得各个层次之间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各层次是不具

有平等地位的。在不平等的“差序格局”中，人们对待不同的集体重视程度也不相同[37]。

因此，单一的线性公共物品博弈结构较难完全考察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真实的决策行为。 

                                                                                                                                                                                   
搭便车，相对于实施惩罚的合作者而言，不实施惩罚的纯粹合作者的行为就是二阶搭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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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物品博弈的变形嵌套社会困境（NSD）被 Wit 和 Kerr 引入后，学者们开始在更符

合现实的框架下研究搭便车行为及其作用机理[38]。Blackwell 和 McKee 在研究中将小集体捐

赠量的边际人均回报固定，大集体捐赠量的边际人均回报逐渐提高。结果发现，随着大集体

边际人均回报的提高，大集体的捐赠量也有所增加，进一步发现，最终捐赠给哪个集体受边

际人均回报和受益者数量乘积（即财务回报）的影响。且当大集体的平均人均回报高于小集

体时，个人对大集体的捐赠量更高，但对小集体的捐赠量并没有降低[39]。Chakravarty 和 

Fonseca 的研究中，被试依据绘画偏好分为 2 个小组，每组 3 人，两个小集体又组成一个大

集体。研究发现，当小集体和大集体的边际人均回报相同时，总捐赠量显著提高；当小集体

的边际人均回报是大集体的两倍（此时，小集体和大集体的财务回报相同）时，对小集体的

捐赠量仍然高于对大集体的捐赠量[40]。Böhm 等研究发现，组间冲突导致组内合作，尤其是

具有积极利他偏好（亲社会）的个体更愿意捐赠给小集体所在账户，从而促进组间冲突[41]。

以上针对搭便车行为的嵌套公共物品实验发现，与大集体相比，人们更在意小集体，但是，

随着边际人均回报的增加，相应集体的捐赠量也有所提高。 

基于简单线性公共物品博弈和嵌套社会困境采取的各种措施并不是万全之策。连洪泉等

基于动态公共物品实验发现，外生惩罚机制、事前内生和事后内生惩罚机制这三种机制均因

为被惩罚者的报复而带来了毁灭性效应，从而最终弱化了合作，即惩罚机制并不能解决搭便

车难题[42]。周业安等探讨领导者在公共物品博弈中的榜样作用，实验结果发现领导者榜样

所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43]。韦倩认为惩罚者对背叛者的惩罚经常会引致背叛者的报复，从

而引起一连串的连锁报复行为或者“军备竞赛”[44]。在现实中可以观察到大量针对惩罚的

报复行为，比如警察总是穿着防弹背心以防备犯罪分子的报复，无形中增加了社会成本。另

外，以上研究过多关注被试决策的匿名性，而人们进行合作捐赠时显示社会形象和不显示社

会形象时的行为存在显著差异，忽视形象的研究并不能真实考察社会交往中的行为决策。为

此，我们设计实验引入社会形象，在更贴近现实的嵌套社会结构中研究人们的合作行为，旨

在探讨社会形象背后的作用机理，即人们在面对更接近现实的小集体和大集体情景时如何决

策，是更在意小集体还是大集体，哪种设置更能提高人们的合作水平，提升其合作意愿，当

社会形象同时引入时，会不会产生一定的挤出或促进作用，为机制设计和制度创新提供一定

的参考价值。 

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社会困境（social dilemmas）是指个人由于追求即时的自我利益（即个人理性的结果），

进而损害了他们所在群体利益（即集体理性的结果）的情境，是社会交往和组织设置经常遇

到的问题。在一个简单的社会困境中，个人拥有一定的初始资金，其可以选择捐赠任何数量

的初始资金到集体账户，没有捐赠的资金归自己所有。此时某个人 i 的收益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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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i 是第 i个人的总收益， ie 是第 i个人的初始资金， ig 是第 i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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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量。个人在不捐赠给公共物品时，个人收益最大；当个人将全部初始资金都捐赠给公共

物品时，集体福利最大化。在该公共物品供给机制中，支付占优与风险占优的结果不一致，

较好体现了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然而，真正的组织和社会结构很少如此简单，

个人处在不同的小集体和大集体中，因此，应该将公共物品纳入复杂的嵌套结构进行考察。 

2002 年，Wit 和 Kerr 的嵌套社会困境模型（NSD）[38]通过融合社会交往中人们面临的

个体、小集体和大集体三种利益冲突，剖析人们在面临嵌套利益情况下的决策行为。该模型

将 N 个人分成m 个小集体，所有小集体规模相同且都有 n 个成员。这 N 个人又组成一个大

集体。每个成员 i 拥有 ie 的初始资金，他可以选择把资金保留在自己的私人账户中，也可以

选择把资金投入到小集体（ il ）和大集体项目（ ig ）中，个人捐赠量必须满足 0 i il e  ，

0 i ig e  且 i i il g e  。假设个人捐赠量 il 的边际人均回报为常数 ，个人捐赠量 ig 的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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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人均回报为常数，则成员 i 的收益为： i i i ie l g L G       。这里 ii m
L l


  表

示成员 i 所在小集体成员捐赠给小集体的资金总量，
1

N

ii
G g


  表示所有成员捐赠给大集

体的资金总量。在 1 0N n        的条件下，从个人收益最大化考虑，最优策略

是保留所有初始资金，此时 0il  且 ig =0；从社会福利最大化考虑，最优策略是每个成员将

所有初始资金都捐赠给大集体，即 0il  且 i ig e ；从小集体利益最大化考虑，最优策略是

将所有初始资金都捐赠给自己所在的小集体，即 i il e 。该博弈模型下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

大化的战略组合的结果并不是集体最优的，由此引发所谓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重

复博弈下导致合作水平持续下降。在上述约束条件下，依据 Böhm 等的研究[41]，我们选取 N
=9，m = n =3， =0.7， =0.4， ie =10，期数为 20。在该嵌套结构下，为了考察社会形象

对个体决策行为的影响，参照Samek和Sheremeta[17]的研究，选取照片作为社会形象的代表，

并将其融入到 4 个实验设置（基准实验均不显示照片信息，设置 2 仅小集体显示照片信息，

设置 3 仅大集体显示照片信息，设置 4 中小集体和大集体均显示照片信息），考察社会形象

在嵌套社会困境中的影响机理。 

社会交往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风险厌恶心理趋势下信任成为一种冒险行为
[27]，不合作成为了风险占优策略，导致合作水平低下，经常出现的情形是，如果对合作收

益的一种合意分配不能得到保证，相关各方就有可能更偏好不合作[45]，造成一定的社会福

利损失。为了提高合作水平，减少搭便车行为带来的不利影响，惩罚机制、榜样引导等措施

开始实施，然而，为了避免显示机制混淆人们的真实行为，很多决策情景都采用匿名设置，

忽视了社会形象对人们决策过程中行为的重要影响。社会形象能够影响甚至改变人们的决策

行为，从而抑制或促进合作。许多亲社会行为也与形象密切相关。听众效应下人们的行为与

匿名决策下存在较大差异。由于个体关注自己的社会形象[8,18,20]，在形象显示情况下个体或

组织的形象可能会受到绩效评级显示的影响，个体或组织可能会因为绩效排名高而感到自豪，

这种荣誉感促使其下一轮更高或者保持较高的捐赠；亦或者是个体或组织因显示较差的绩效

而感到羞愧，这种羞愧感使得其提高公共物品的捐赠[46-47]。因此，我们猜测，在嵌套公共物

品设置中，显示照片设置能够使得个体关注他们的社会形象，从而提高其捐赠量。故提出假

设 1： 

假设 1-1  与不显示形象设置相比，仅小集体显示形象能够显著提高小集体的捐赠量； 

假设 1-2  与不显示形象设置相比，仅大集体显示形象能够显著提高大集体的捐赠量； 

假设 1-3  与不显示形象设置相比，小集体和大集体均显示形象能够显著提高小集体和

大集体的捐赠量。 

在自然形成的群体中，因为社会关系[48-49]的存在，在规范遵从方面出现了组内偏爱的现

象。即相比于外群体，个体更偏爱和内群体成员合作。在最后通牒博弈和竞争博弈（Goette

中也发现了对其他小组的歧视。采用最小的小组范式，Chen 和 Li 发现，小组身份（group 

identity）强化了亲社会行为，而人们在面对外小组时表现得更为自私[50]。加上我国差序格

局的社会结构造就的以自己为中心的“自我主义”的思维方式[37]，使得个体更在乎小集体

的利益。因为，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是公

的[51]。因此，我们猜测，当小集体和大集体均不显示形象时，个体对小集体的捐赠量大于

对大集体的捐赠量，当小集体和大集体均显示形象时，个体对小集体的捐赠量大于对大集体

的捐赠量，此时，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形象同时存在时小集体形象对大集体形象会产生一

定的挤出效应。故提出假设 2： 

假设 2-1  在小集体和大集体均不显示形象的情况下，对小集体的捐赠量大于对大集体

的捐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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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2-2  在小集体和大集体均显示形象的情况下，对小集体的捐赠量显著大于对大集

体的捐赠量； 

假设 2-3  在大集体显示形象的情况下，小集体显示形象与否显著影响小集体捐赠量；

在小集体显示形象的情况下，大集体显示形象与否不影响大集体捐赠量，即大集体引入形象

不影响小集体的形象效应，小集体形象引入对大集体形象产生了挤出效应。 

4  实验设计和变量描述 

本文的实验采用 Wit 和 Kerr 的嵌套社会困境模型（NSD）为研究框架，将社会交往中

人们面临的个体、小集体和大集体三种利益冲突同时纳入考察范畴，考察社会形象在该嵌套

结构下的作用机理。实验共包括 4 个设置，分 12 局在南开大学泽尔滕实验室完成，117 名

（其中男性 42 名，女性 75 名）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参加了实验，他们都是大二到研三的学

生，平均年龄 23 岁。来自农村的有 30 人，来自县城的有 29 人，其余 58 名来自城市，城市

占比为 49.57%。家庭人均月收入大部分处在 2000 元以下以及 2000-4000 元之间，处于较低

的收入水平。风险态度的彩票对选择实验遵循 Holt 和 Laury 的研究[52]，测得风险态度均值

为 4.214，标准差为 1.938，另外，我们还采用了七级里克特量表测试被试的风险态度，均值

为 3.504，标准差为 1.096。实验采用 Z-tree 软件，整个实验都是在专门的实验经济学实验

室中的局域网上完成的，被试之间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交流。实验采用真实的货币进行激励，

每场实验参与者人均获得 30 元报酬。每场实验的平均时间为 100 分钟。具体变量名称及说

明见表 1： 

表 1 变量名称、符号表示与说明 

变量名称 符号表示 说明 

性别 gender 女性取 0，男性取 1 

年龄 age 最小的 17 岁，最大的 32 岁 

风险态度 risk1 在第一个选项处转取 0，在最后一个选项处转取 9① 

风险态度 risk2 你是个爱好风险的人吗？1 代表非常不同意，7 代表非常同意 

来自农村、县城或城市 from 农村取 0，县城取 1，城市取 2 

独生子女 single 独生取 1，否则取 0 

家庭人均月收入 income 2000 以下取 0，2000-4000 取 1，4000-6000 取 2，6000-8000 取 3，

8000-10000 取 4，10000 以上取 5 

为了考察社会形象在嵌套公共物品中的作用，研究中选取的被解释变量有两个，即个体

捐赠到自己所在小集体的捐赠量和个体捐赠到大集体的捐赠量。解释变量选取小集体另外两

名成员该轮捐赠量的均值滞后一项，大集体另外 8 名成员该轮捐赠量的均值滞后一项。控制

变量选取年龄[43]、性别[53]、家庭人均收入[54]、风险态度[27]、是否独生、来自农村、县城或

者城市以及期数[43,55]。 

5  实验结果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 

表 2 给出了四个设置 1-20 期小集体和大集体捐赠量的平均值。设置 1 是基准设置，在

该嵌套结构下，小集体的平均捐赠量是 3.27，大集体的平均捐赠量为 1.91。相对于设置 1，

小集体引入形象后，设置 2 中小集体的平均捐赠增加了 1.18，支持了假设 1-1。对比设置 3

                                                              
①
本研究风险态度的测量局限于获得框架下，共有 10 类决策情景，每一类决策情景都包含 A 和 B 两个选项，

其中 A 选项是“50%的概率获得 100 点，50%的概率获得 0 点”，B 选项从“100%的概率获得 25 点”逐次

增加 5 个点，直到“100%的概率获得 70 点”。也有研究考虑了获得和损失两种框架[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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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设置 1 发现，仅大集体引入形象后大集体平均捐赠为 2.79，增加了 0.88，支持了假设 1-2。

对比设置 4 和设置 1 发现，大集体和小集体均引入形象促进了小集体平均捐赠增加 1.15，大

集体减少 0.32，支持了假设 1-3 中小集体的部分，但引入形象反而降低了大集体的捐赠量，

我们猜测大集体和小集体同时显示形象时，会增加“组内偏见”和“组外排斥”的情绪，使

得大集体的社会形象产生了挤出效应。加上大集体中搭便车人数较多，使得高捐赠者产生了

抵触情绪，从而降低捐赠，而低捐赠者因“法不责众”心理的存在，依然保持其较低的捐赠

水平。 

表 2  四个设置中小集体和大集体总平均捐赠量 

 

设置 
小集体显示形象 大集体显示形象 

平均捐赠量（实验币） 

小集体 大集体 

设置 1（tre1） 否 否 3.27 1.91 

设置 2（tre2） 是 否 4.45 1.18 

设置 3（tre3） 否 是 2.76 2.79 

设置 4（tre4） 是 是 4.42 1.59 

设置 1 中，小集体的平均捐赠量为 3.27，大集体的平均捐赠量为 1.91，可以看出，在该

均不显示形象的设置中，被试更看重小集体，对小集体的捐赠量明显大于对大集体的捐赠量，

支持假设 2-1。设置 4 中，小集体和大集体均引入社会形象，结果发现，小集体的平均捐赠

量为 4.42，大集体的平均捐赠量是 1.59，小集体的平均捐赠量大于大集体的平均捐赠量，支

持假设 2-2。 

对比设置 3 和 4 发现，在大集体显示形象的情况下，小集体社会引入形象使得小集体捐

赠量提高了 1.66、大集体降低了 1.2，即小集体形象的引入部分挤出了大集体的形象效应，

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自身的形象效应；对比设置 2 和 4，在小集体显示形象时，大集体社会形

象引入几乎没有导致小集体平均捐赠量的变化，且大集体平均捐赠仅提高了 0.41，变化不大，

即大集体形象引入并没有挤出小集体的形象效应，其自身的形象效应因为小集体形象效应的

存在而没有得到有效发挥。也就是说，大集体形象效应不会影响小集体的形象效应，而小集

体社会形象设置挤出了大集体的形象效果，支持假设 2-3。 

四个设置中小集体和大集体每期的平均捐赠量与期数的关系以及对比如图1和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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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单个设置中小集体和大集体平均捐赠量随期数的变化趋势 

注：横坐标是期数，纵坐标是每期的平均捐赠量。菱形线为小集体捐赠量，三角形线为大集体捐赠量。 

 

 
图 2  四个设置中小集体和大集体平均捐赠量随期数的变化趋势 

注：横坐标是期数，纵坐标是每期的平均捐赠量。上图为小集体捐赠量，下图为大集体捐赠量。 

从图 1 和 2 可直观地看到四个设置中每一期小集体和大集体的平均捐赠量。与表 1 的结

果类似，仅小集体显示形象促进了小集体平均捐赠量的提高，支持假设 1-1。仅大集体显示

形象明显提高了大集体的平均捐赠，支持假设 1-2。同时发现，在图 1 的设置 3 中，大集体

的捐赠量在最后 4 期呈现明显的递减趋势。我们猜测是由于搭便车者的存在导致了集体的不

满情绪，使得捐赠量明显降低。小集体和大集体均显示形象时的设置 4 与设置 1 相比（图 2）

发现，小集体形象效应更强，显著促进了小集体的平均捐赠，大集体的平均捐赠反而下降。

此时，假设 1-3 中小集体部分的假设得到验证，大集体部分的假设没有得到支持。与表 2 中

的结果基本一致。我们猜测可能的原因是，小集体的形象设置对大集体的形象设置有挤出效

应。 

在设置 1 中，小集体每期的平均捐赠量大于大集体每期的平均捐赠量，支持假设 2-1。

在设置 4 中，即小集体和大集体均引入社会形象的情况下，小集体的平均捐赠量显著高于大

集体的平均捐赠量，支持假设 2-2。对比设置 2 和 4 发现，在小集体的社会形象设置下，大

集体社会形象设置与否并没有显著影响大集体的捐赠量，从图 2 中没有看到明显的提高或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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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趋势。对比设置 4 和 3 发现，小集体的平均捐赠量在设置 4 中明显提高，即在大集体社会

形象设置情况下，小集体的社会形象设置明显提高了平均捐赠量，支持假设 2-3。 

采用 Kruskal-Wallis 检验考察四个设置中小集体的平均捐赠量差异。检验结果显示，

(3) =13.941，p 值为 0.0030，说明不同设置下小集体平均捐赠量存在显著差异。采用同样

的检验方法，考察不同设置下大集体的平均捐赠量也有类似的结果（ (3) =13.693，p 值为

0.0034）。为进一步比较不同设置下的平均捐赠量情况，采用 Mann-Whitney 的 U 检验，两

两比较不同设置下的平均捐赠量。设置 1 和 2 检验时，小集体的 z=-2.285，Prob > |z| =0.0223，

小集体捐赠量均值存在显著差异，一定程度上支持假设 1-1；对比设置 1 和 3 发现，仅大集

体社会形象设置时小集体的平均捐赠量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大集体却存在显著差异

（z=-1.722，Prob > |z| = 0.0851），支持假设 1-2；均引入社会形象设置时，小集体和大集体

的平均捐赠量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假设 1-3 没有得到验证。对比设置 3 和 4 发现，小集体和

大集体平均捐赠量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即在大集体社会形象设置下，小集体社会形象设置

与否其捐赠量存在显著差异。对比设置 2 和 4，即在小集体社会形象设置下，大集体的社会

形象设置使得捐赠量在小集体和大集体中均不存在显著差异。支持假设 2-3。 

5.2  小集体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个体捐赠量在小集体中是否受到不同设置的影响，研究以小集体中的某

一成员每期的捐赠量为被解释变量，以其他两个成员当期各自捐赠量均值的滞后一期为解释

变量，同时控制了期数、性别、年龄、家庭人均收入等，为了控制除社会形象外的内在动机

和外在动机，本文以其中一个设置为基准，进行设置之间的差异比较①，具体见表 3。模型

1-1 和 1-2 中以设置 1 为参考标准；模型 2-1 和 2-2 以设置 2 为参考标准；模型 3-1 和 3-2 以

设置 3 为参考标准。回归结果显示，无论社会形象设置与否，小集体成员的捐赠量都受到其

他两个成员滞后一期捐赠量均值的影响。 

从模型 1-1 和 1-2 可知，设置 2 与 1 相比小集体的平均捐赠量显著提高，支持假设 1-1；

设置 3 与 1 相比，小集体的平均捐赠量没有显著差异，说明大集体社会形象设置不会对小集

体形象效应产生负面影响；设置 4 与 1 相比，小集体的平均捐赠量显著提高（模型 1-1 中提

高 0.926，模型 1-2 中提高 0.387），假设 1-3 中小集体部分得到验证。从模型 2-1 和 2-2 可知，

设置 3的小集体捐赠量比设置 2明显降低（模型 2-1中系数为-0.363，模型 2-2中系数为-0.601），

设置 4 与 2 相比，小集体的平均捐赠量之间差异不显著，假设 2-3 中部分内容得到验证；从

模型 3-1 和 3-2 可知，在大集体社会形象设置下，小集体社会形象设置与否明显提高了平均

捐赠。假设 2-3 中剩下部分假设得以验证，因此，支持假设 2-3。 

另外，研究发现，个体捐赠量还受到性别、家庭收入、风险态度、来自地区以及年龄

的影响。其中男性捐赠量受社会形象影响程度明显高于女性，与 Solow 和 Kirkwood[33]、陈

叶烽和何浩然[55]的研究结果一致；家庭人均收入越高，反而捐赠量越低；越偏好风险，捐

赠量越高；来自城市的被试捐赠量反而越低；年龄越大，捐赠量越多。 

 

 

 

                                                              
①  计量方法主要采用 Eriksson T 等的边际分析方法，设置参考标准，从而进行设置之间的比较，该方法能

够摈除其他干扰因素，单纯考察重点关注的因素的影响效应，具体见 Eriksson T, Mao L, Villeval M C. Saving 
face and group identity[J]. Available at SSRN 2616168,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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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小集体捐赠量的影响因素及设置比较 

解释变量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2-1 模型 2-2 模型 3-1 模型 3-2 

捐赠量均值滞后项 

（小集体） 

0.698*** 

（33.19） 

0.672*** 

（32.75）

0.732*** 

（30.29）

0.703*** 

（29.35）

0.683*** 

（19.89） 

0.679*** 

（21.18）

tre1 ref ref — — — — 

tre2 0.412** 

（2.52） 

0.419*** 

（2.68） 

ref ref — — 

tre3 -0.089 

（-0.53） 

-0.056 

（-0.35） 

-0.363** 

（-2.25） 

-0.601*** 

（-3.66） 

ref ref 

tre4 0.926** 

（6.57） 

0.387** 

（2.40） 

1.573 

（0.99） 

1.041 

（1.23） 

1.894*** 

（10.07） 

1.235*** 

（6.54） 

period  0.002 

（0.20） 

 0.013 

（1.12） 

 0.012 

（0.78） 

gender  0.401*** 

（3.29） 

 0.421*** 

（2.88） 

 0.673*** 

（3.26） 

income  -0.128*** 

（-2.59） 

 -0.126** 

（-2.20） 

 -0.318*** 

（-4.16） 

risk1  0.139*** 

（4.91） 

 0.162*** 

（4.98） 

 0.208*** 

（4.29） 

single 

 

 0.112 

（0.81） 

 0.068 

（0.41） 

 -0.343 

（-1.41） 

from  -0.164* 

（-1.85） 

 -0.250** 

（-2.34） 

 -0.238 

（-1.54） 

age  0.095*** 

（5.12） 

 0.116*** 

（4.95） 

 0.252*** 

（7.22） 

N 2043 2043 1620 1620 1026 1026 

R2 0.388 0.446 0.407 0.467 0.303 0.444 

注：*代表 10%的水平上显著，**代表 5%的水平上显著，***代表 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其中捐赠量均值滞后项指的是小集体中其他两名成员的捐赠量均值滞后一项。 

捐赠量信息的另一种体现就是排名，为了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将某一成员的捐赠量

换做其排名，将其他两名成员的捐赠量均值滞后一项换成其排名均值滞后一项，重新进行以

上回归，如表 4 所示。结果基本与表 3 中保持一致。另外，我们将风险态度换作里克特量表

测得的数据重新回归，结果也基本一致。 

表 4 小集体稳健性检验 

解释变量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2-1 模型 2-2 模型 3-1 模型 3-2 

排名均值滞后一

项（小集体） 

0.053 

（0.37） 

-0.078 

（-0.57） 

0.354** 

（2.13） 

0.335** 

（2.10） 

0.496** 

（2.23） 

0.798*** 

（3.84） 

tre1 ref ref — — — — 

tre2 1.294*** 

（6.46） 

1.273*** 

（6.67） 

ref  ref — — 

tre3 -0.455** 

（-2.20） 

-0.423** 

（-2.14） 

-0.914*** 

（4.63） 

-0.728*** 

（3.68） 

ref ref 

tre4 1.262*** 

（6.11） 

1.138*** 

（5.76） 

2.223 

（1.23） 

1.530 

（0.39） 

1.311*** 

（6.00） 

0.492** 

（2.22） 

period  0.022*  0.052***  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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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3.78） （3.35） 

gender  0.773*** 

（5.13） 

 0.491*** 

（2.70） 

 1.074*** 

（4.38） 

income  -0.103* 

（-1.69） 

 -0.071 

（-1.00） 

 -0.347*** 

（-3.80） 

risk1  0.160*** 

（4.56） 

 0.269*** 

（6.69） 

 0.187*** 

（3.22） 

single 

 

 -0.562*** 

（-3.31） 

 -0.650*** 

（-3.21） 

 -0.958*** 

（-3.33） 

from  0.067 

（0.61） 

 -0.055 

（-0.42） 

 -0.249 

（-1.35） 

age  0.109*** 

（4.77） 

 0.207*** 

（7.16） 

 0.317*** 

（7.55） 

N 2043 2043 1620 1620 1026 1026 

R2 0.058 0.153 0.073 0.184 0.038 0.210 

注：*代表 10%的水平上显著，**代表 5%的水平上显著，***代表 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其中排名均值滞后一项指的是小集体中其他两名成员的排名均值滞后一项。 

5.3  大集体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大集体捐赠量在不同设置中的差异以及作用机制，我们以大集体中某

一成员的捐赠量为被解释变量，以其他成员当期各自捐赠量的均值滞后一项为解释变量，同

时，控制了期数、性别、家庭人均收入以及年龄等。回归结果显示，大集体成员的捐赠量受

到其他成员上一期捐赠量的影响。同时，为了摒除其他动机对捐赠量的影响，我们设置了参

考标准。其中模型 1-1 和 1-2 的参考标准是设置 1，模型 2-1 和 2-2 的参考标准是设置 2，模

型 3-1 和 3-2 的参考标准是设置 3。具体如表 5 所示。 

表 5大集体捐赠量的影响因素及设置差异 

解释变量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2-1 模型 2-2 模型 3-1 模型 3-2 

捐赠量均值滞后一项 

（大集体） 

0.370*** 

（8.45） 

0.364*** 

（8.10） 

0.429*** 

（9.13） 

0.376*** 

（7.61） 

0.421*** 

（7.07） 

0.357*** 

（5.90） 

tre1 ref ref — — — — 

tre2 -0.548*** 

（-3.23） 

-0.590*** 

（-3.36） 

ref ref — — 

tre3 0.405** 

（2.33） 

0.456** 

（2.42） 

0.864*** 

（5.10） 

0.990*** 

（5.57） 

ref ref 

tre4 -0.377** 

（-2.18） 

-0.287** 

（-2.51） 

0.154 

（1.00） 

0.356** 

（2.08） 

-0.719*** 

（-3.72） 

-0.361* 

（-1.76） 

period  -0.030*** 

（-2.77） 

 -0.041*** 

（-3.37） 

 -0.046*** 

（-2.80） 

gender  0.744*** 

（5.69） 

 0.226 

（1.50） 

 -0.010 

（-0.04） 

income  -0.142*** 

（-2.69） 

 0.056 

（0.95） 

 0.282*** 

（3.48） 

risk1  0.058* 

（1.89） 

 0.085** 

（2.54） 

 0.195*** 

（3.84） 

single  -0.258*  0.301*  0.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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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1.80） （2.65） 

from  0.255*** 

（2.69） 

 0.007 

（0.07） 

 -0.308* 

（-1.93） 

age  -0.036* 

（-1.80） 

 -0.048** 

（-2.01） 

 -0.138*** 

（-3.80） 

N 2043 2043 1620 1620 1026 1026 

R2 0.080 0.106 0.105 0.127  0.152 

注：*代表 10%的水平上显著，**代表 5%的水平上显著，***代表 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其中捐赠量均值滞后一项指的是大集体中其他成员的捐赠量均值滞后一项。 

在模型 1-1 和 1-2 中，与设置 1 相比，小集体社会形象设置反而减少了对大集体的捐

赠量。对比设置 3 和 1，仅大集体进行社会形象设置能够显著增加大集体的捐赠量，支持假

设 1-2。设置 4 和 1 对比，小集体和大集体均进行社会形象设置时大集体的平均捐赠量反而

显著下降。假设 1-3 中大集体部分的假设没有得到验证。可能的原因在于大集体人数较多增

加了协调难度，而小集体的形象设置可能导致小集体的偏见心理。 

在模型 2-1 和 2-2 中，将设置 3 和 2 对比发现，大集体的平均捐赠量显著提高，说明

了社会形象在大集体中的正面效应。对比设置 4 和 2，在小集体社会形象设置下，大集体社

会形象设置并没有显著提高其平均捐赠量；同时，在模型 3-1 和 3-2 中，对比设置 4 和 3 发

现，在大集体社会形象设置下，小集体社会形象设置反而降低了大集体的平均捐赠量，支持

假设 2-3。 

另外，研究发现，捐赠量随着期数的增加呈现出明显的递减趋势，说明搭便车行为造

成了恶劣的负面影响，导致大集体之间更低的合作水平[55-56]，在此基础上李建标等[57]还进

一步研究了重启效应，发现引入流动性机制能够提高团队的合作水平；风险态度与捐赠量正

相关，即越爱好风险，捐赠量越高；年龄与捐赠量负相关，这与小集体中的情况相反。 

排名是捐赠量的另一种体现，在此，我们将大集体中某一成员的捐赠量换做其排名，

同时，将大集体中其他成员捐赠量均值滞后一期换做其排名均值滞后一期，继续做上述回归，

如表 6 所示，表 6 的数据结果与以上分析基本吻合。即使将风险态度换作风险态度 2（risk2），

结果依然显著。 

表 6 大集体稳健性检验 

解释变量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2-1 模型 2-2 模型 3-1 模型 3-2 

排名均值滞后一期 

（大集体） 

0.513*** 

（10.89） 

0.466*** 

（9.55） 

0.547*** 

（11.30） 

0.515*** 

（10.02）

0.587*** 

（9.95） 

0.607*** 

（9.48） 

tre1 ref ref — — — — 

tre2 -0.286** 

（-2.21） 

-0.353*** 

（-2.62） 

ref ref — — 

tre3 0.011** 

（2.08） 

0.112** 

（2.79） 

0.279** 

（2.29） 

0.211 

（1.63） 

ref ref 

tre4 -0.410*** 

（-2.99） 

-0.522*** 

（-3.50） 

-0.114 

（-0.95） 

-0.262** 

（-1.98） 

-0.358*** 

（-2.64） 

-0.602*** 

（-4.13） 

period  -0.024*** 

（-2.89） 

 -0.026*** 

（-2.72） 

 -0.024** 

（-2.00） 

gender  -0.313*** 

（-3.11） 

 -0.087 

（-0.75） 

 -0.112 

（-0.73） 

income  0.131***  0.011  -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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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0.24） （-1.50） 

risk1  -0.071*** 

（-2.99） 

 -0.051** 

（-1.98） 

 -0.080** 

（-2.19） 

single 

 

 0.219* 

（1.93） 

 -0.186 

（-1.43） 

 -0.396** 

（-2.19） 

from  -0.149** 

（-2.06） 

 -0.006 

（-0.08） 

 0.192* 

（1.67） 

age  -0.018 

（-1.18） 

 0.002 

（0.13） 

 0.080*** 

（3.03） 

N 2043 2043 1620 1620 1026 1026 

R2 0.084 0.106 0.099 0.114 0.124 0.158 

注：*代表 10%的水平上显著，**代表 5%的水平上显著，***代表 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其中捐赠量均值滞后一期指的是大集体中其他成员的捐赠量均值滞后一期。 

5.4  进一步讨论 

对比表 3 和表 5 发现，小集体中某一成员的捐赠量均值和大集体中某一成员的捐赠量均

值均受到自己所在集体其他成员捐赠量均值滞后项的影响，且呈正相关关系。以设置 1 为参

考标准，小集体设置 2 中捐赠量均值显著增加，而大集体中捐赠量均值却明显降低，这是因

为，小集体显示形象促进了小集体的平均捐赠量，在嵌套结构中，由于小集体和大集体同时

出现，人们会更看重形象的作用，对于不显示形象的大集体反而更加不重视，小集体形象引

入在增加小集体捐赠量的同时反而挤出了对大集体的捐赠量；对比设置 3 和 1，即大集体引

入形象而小集体不引入形象的情况下，小集体的平均捐赠量变化不显著，而大集体的平均捐

赠量明显增加，可知，大集体引入形象促进大集体平均捐赠量增加的同时并没有对小集体的

平均捐赠量产生挤出效应。对比设置 4 和 1，即小集体和大集体均显示形象时，小集体平均

捐赠量显著增加，而大集体平均捐赠量却显著降低，即小集体引入形象对大集体形象效应产

生了明显的挤出；以设置 2 为参考标准，仅大集体显示形象与仅小集体显示形象相比，小集

体平均捐赠量明显下降，大集体平均捐赠量显著提高，即形象作用在促进和抑制捐赠量方面

发挥了重要影响。对比设置 4和 2，即小集体和大集体均显示形象与仅小集体显示形象相比，

大集体引入形象不影响小集体平均捐赠量，对小集体的平均捐赠量有一定影响，但不如仅大

集体显示形象的作用显著；以设置 3 为参考标准，对比设置 4 和 3，即大集体和小集体均显

示形象和仅大集体显示形象相比，小集体的平均捐赠量明显提高，比仅小集体显示形象的作

用更为显著，大集体平均捐赠量略微有所提高，弱于单独显示大集体形象的作用。一定程度

上说明大集体形象引入反而促进了对小集体形象的关注，小集体形象存在情况下会挤出大集

体的形象作用。 

另外，研究发现，小集体的平均捐赠不具有期数效应，而大集体的平均捐赠呈现显著的

期数效应，即随着期数的增加，大集体的平均捐赠量越来越低，集体合作意识受到搭便车行

为的严重影响，合作水平低下，可能的原因是，大集体中搭便车人数较多抵消了形象带来的

荣誉感和羞愧感，根据社会比较理论，人们会将自己的行为与大多数人进行比较，从而做出

搭便车的从众决策，保护自己的利益；在小集体中，男性平均捐赠量明显高于女性，而大集

体在 4 个设置相比时，性别差异显著，其他设置比较之间不存在性别差异；家庭收入越高，

在小集体中捐赠量越少，在大集体中没有明显规律；越偏好风险，在小集体和大集体中平均

捐赠量越高，尤其是小集体，这种效应则更为明显；来自城市的被试在小集体中比县城和农

民的捐赠量要低，大集体中规律不明显；年龄越大，在小集体中平均捐赠越高，在大集体中

平均捐赠反而越低。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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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运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在嵌套社会困境中考察社会形象的作用。主要结论与政策

建议如下： 

第一，社会形象明显提高了人们的合作水平。社会形象提高人们的合作水平，可能的原

因在于社会形象是一良性信号，它消除了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在没有社会形象交往的环境

中，信息不对称严重，增加了相互信任的成本，人们更多地采取风险占优策略以应付不确定

的外部世界，社会形象将人们的风险占优策略偏好提升到了支付占优策略偏好，尤其是社会

形象还能够给人们带来荣誉感，这实质上是将社会福利的边界外推了一步。因此，在社会交

往中，要重视社会形象的作用，一方面通过社会网络或制度约束强化人们对个人社会形象的

关注，另一方面需要培养社会信任环境、增强舆论压力，强化人们的“面子”意识，提高人

们的社会责任意识，造成搭便车者在心理、道德层面上的自卑感与羞愧感，迫使其不得不服

从公共利益。同时，设立严格的奖励惩罚机制，提高人们的权利、义务认识，培养人们的集

体归属感与荣誉感，促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机制的顺利实施。 

第二，当面临小群体和大群体冲突的多重社会困境时，人们更在意小群体，小集体形象

对大集体形象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人们的社会形象在多重社会困境中有不同的表现，

尤其是在我国社会所特有的差序格局结构中，人们的信任序列是自己、带有血缘亲缘地缘等

特点的小圈子……然后才能推及到社会大众，在这个信任序列中，信任的程度是越来越低，

尤其是当面临不同社会圈子的冲突时，人们自然更倾向于在意小群体。这与 Bernhard 等人[58]

的组间偏爱和组外排斥有异曲同工之效，这也提醒我们在制度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国人的这

一偏好，将社会形象与人们交互的范围匹配起来，求得制度的互补效应。例如，针对不同的

侧重点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下，要突出大群体形象的作用，并弱

化小群体形象的作用，从而达到大群体整体利益最大化的满足。 

第三，人们的合作行为表现为明显的异质性，而不同序列中的社会圈子又具有显著的调

节作用。在小群体中，男性的合作水平高于女性，到大群体中这种现象就不再明显；从年龄

方面看，在小群体中年龄大的人合作水平高，进入大群体后合作水平反而低，这可能与人们

的现状偏见有关；在小群体中，城市的被试反而不如来自县城和农村的被试捐赠量高，我们

认为，处于劣势地位的个体之所以合作的原因可能是为了通过自身的合作来换取他人合作，

从而有利于其提高自身生存和繁衍机会。这与汶川地震中灾区居民（劣势地位）比非灾区居

民（优势地位）更合作，且受灾程度更重的居民（劣势地位）比受灾程度较低的居民（优势

地位）更合作的观点相吻合[59]。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国社会的新生代人群（80 后、90

后）都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社会福利，但他们所处的家庭在其基因和文化传承过程中具有差

异性，如家庭收入高的个体反而更看重自我，缺少合作偏好。因此，在制度设计方面，针对

不同的实施对象要采取分层治理的策略，达到制度与偏好的最佳相容，最大限度发挥社会形

象的激励作用。 

总之，我们处在一个多重社会困境环境中，人们的合作行为既有偏好性的一面，也有策

略性的一面，社会的进步在于激发人们合作水平的提高而不是相反，目前，我们社会普遍存

在道德滑坡、诚信缺失与合作下降的情况，针对这一现象，社会治理需要将规则和人性相匹

配，将社会形象内化于人们的社会偏好之中，降低社会交互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并因势利

导，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提高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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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Image: the Weapon to Breakthrough Multiple Social Dilemmas  
- Experimental Study of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in Nested Public 

Goods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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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ankai University China Academ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 Business Schoo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China Economy；2. Nankai University Binhai College，Tianjin，300071）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social dilemmas seriously damage social welfare, especially in a nested social 

dilemmas. To counter this phenomenon, previous studies have ignored the role of the social image in 

China's context, the conclusion may be at odds with reality. We aim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image 

to the level of collective cooperation, and extend the scenario to more realistic nesting social structure, 

study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social image in individual, small group and large group conflict. The study 

found, social image have increased the level of cooperation of people in both small group and large 

group, but in a nested structure, small group has a significant crowding out effect to large group. It is 

therefore recommended to internalize social image in people's preferences, reduce the uncertainty and 

risk of social interaction, and take the image with matching policies for different emphases, thus 

maximize the incentive effect of social image. This study of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in the reality of 

organizational design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Key words: Social Image，Nested Public Goods Games，Social Dilemmas，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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